全国文综卷历史开放性试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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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之高考，作为历史教师，最为期待的开放性试题莫属。选择题虽然数量众多，但其气质基本一致，无非新材料新情境；封闭性大题，在提供大段材料之后，永远会留出一问给概括，另一问则为说明、分析或评述。二者虽不乏更新变化之处，却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惟有开放性试题，不仅立意高远，而且花样翻新，可谓是高考盛宴中的一盘大菜。对于开放性试题，广大历史教师爱恨有加，每次高考过后，开放性试题往往会成为高考研究文章议论的焦点，赞誉者有之，批评者有之。本文意不在臧否，而是力图运用历史的方法，摸清开放性试题的来龙去脉，为识清该题意旨进而正确备考提供参考。
一、2010-2012年：“现在的考试不是考学生，而是考教师”
开放性试题的历史可追溯至2010年。是年，基于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的高考方案正式实施。借着改革的春风，命题专家开始了新题型的尝试。这个新题型在第40题第3问。该题第1问的材料叙述明清时期江南的手工业发展。第2问的材料叙述16～18世纪英格兰的手工业发展。第3问则呈现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两句话：“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试题要求学生“阐述对恩格斯所说‘历史前提’的认识”。由于是首次出现这种题型，从高考后的信息来看，学生的反应可谓是哀鸿遍野。
2011年第41题的粉墨登场，标志着开放性试题的风格、形式与分值等诸多要素由此基本定型。可能是因为汲取了2010年试题的教训，命题专家认为不宜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道试题37分，分值过大，且三问密切相关，前面回答不好会影响后面的成绩，导致分数不太好看。因此，他们将原来的第40题进行拆分，常规考查保留在第40题，保证考生能拿到基本的分数；开放性试题则独立出来，成为第41题，起改革的实验田之功用。这一独立形式即成惯例，为后来所沿袭。在该题中，命题专家从《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摘编了两段关于西方崛起惠及其他文明还是其他文明惠及西方崛起的材料，要求考生“评材料中关于西方崛起的观点”。
2012年的第41题基本延续上一年的风格，介绍了国内外史学界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冲击—反应”模式，要求学生评析该模式。
这三年的开放性试题，风格基本雷同。从其要求来讲，是评述一种史学观点，理论性较强。从其形式来讲，为开放性试题，考查学生的独立认识。从其选材来讲，均源自当时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具体来讲，这三年试题的学术背景分别是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和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三本书均是美国学者的名著，可谓红极一时，在当时的我国史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提出，“进行东西方比较（或者任何比较）时所用的单位必须具有可比性”[[endnoteRef:1]]。一般常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英国首先开始工业革命而中国没有？彭慕兰认为，这个问题意识是错误的。首先开展工业革命的是英格兰，而英格兰与中国不具备可比性，因为中国的地域、人口远远超过英格兰，而且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性极大。故此，正确的问题应该是：英格兰与江南地区的地域、人口、经济条件类似，为什么一个走进工业革命另一个没有？[[endnoteRef:2]]回顾2010年第40题，我们发现，第一问说江南，第二问谈英格兰，正是这一思路的完全体现。经过比较，作者认为使英格兰在19世纪与长江三角洲拉开差距的，并非是西欧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先天优势，科学、技术与理念趋势也不是唯一合适的解释。英国处于优越地理位置的煤矿以及使欧洲摆脱本土生态困境的海外殖民才是其中关键[[endnoteRef:3]]。循着这一思路来分析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前提”，我们就会深切地体会到，命题者所期待的答案与历史教师在高三复习中的模式化教学（英国具备“政治前提、市场前提、自由劳动力条件、资金条件、技术条件”而中国没有）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 [1: 参考文献：
[][2][3]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中文版序言2. 引言第5—7,引言9—11. 61—63.]  [2: [4]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刘北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69, 373—377.]  [3: [5]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55—56.]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对欧洲中心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作者将西方兴起的过程比喻为“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为了“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欧洲人通过三种主要途径获得了金钱：在美洲发现的金银矿；向美洲的工人和其他阶层的人销售欧洲制造的产品；以及“把从美洲、非洲和‘三角贸易’（尤其包括奴隶贸易）获得的利润用于在欧洲投资”[[endnoteRef:4]]。总而言之，是世界成就了欧洲，而不是欧洲成就了世界。这与我们传统的解释体系——欧洲之所以崛起是因为历史基因好（希腊民主、罗马法治、中世纪封君封臣制）以及近代起步早（资本主义萌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航路开辟）——截然不同。不难想象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的考生在考场上乍遇此题时的震惊与惶恐。 [4: [6][7]刘芃.刘芃讲座实录：考试与测量、教育[DB/OL].(2014-5-3). http://www.docin.com/p-811395389.html.
[8][9][10][11]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13.7.9.5.] 

《在中国发现历史》抨击的正是2012年第41题材料中的“冲击—回应”模式。该模式最早由汤因比提出，后经费正清发扬光大。柯文作为费正清的弟子，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对费正清的“中国对西方之回应”发起了挑战。柯文指出，“冲击—回应”模式认为西方的冲击主导着19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该模式使人们倾向于将近代中国的部分历史现象曲解为中国对“西方挑战”之回应。此外，“它还促使史家认为凡是和西方入侵没有明显联系的中国近世史的各个方面都是不重要的——或者说只有当这些方面有助于说明中国对西方之回应时才是重要的。”[[endnoteRef:5]]柯文进而主张，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应以中国中心模式代替西方中心模式。 [5: [12]刘芃.再谈“兔子”与“植树”（整理稿）[DB/OL].(2013-11-7).http://www.jxteacher.com/lxzxls/column33366/9058ca3b-b971-4c42-beb8-da1773fa9c10.html.
[13] 杨宁一.中学历史课程改革的回顾和展望[DB/OL].(2017-3-30). http://www.cyyz.org/html/166-7/7693.htm.

] 

[bookmark: _ftnref1][bookmark: _ftnref2][bookmark: _ftnref3][bookmark: _ftnref4]这三本书均翻译于2001～2003年[footnoteRef:3]，十年左右就被引入高考，这个速度可谓是快马加鞭。这些美国学者的成果，对当时的中国学界来讲也是很前沿的，接受起来也有一个过程，更何况至今中国学界还对其观点存在着较大的争议[footnoteRef:4]。当然，持不同意见者也都赞成，这些著作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对我们破除欧洲中心论、形成全球视野来说不无裨益。命题人之所以将这些学术研究引入高考试题，按照他们的说法，“现在的考试不是考学生，而是考教师”！[[endnoteRef:6]]命题人认为，在目前的课程标准的实施当中，薄弱环节不是学生，而是教师。我们现在普遍的做法仍在用老办法实施新课程。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首先得从老师开始。要脚踏实地地搞好历史学科的过程与方法，给学生以历史学科的根本培养[[endnoteRef:7]]。简单来说，就是要用高考这种高利害的工具逼迫中学历史教师读书，转变陈旧的史学思维和教学思维，从过程与方法入手，培养学生的历史探究能力。从理论来讲，上述著作的颠覆性的结论和革新性的方法对中学的冲击应该不亚于一场海啸。可惜的是，受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当时绝大部分中学历史教师对这几本著作闻所未闻——既然如此，这种冲击自然是未能如约而至。留给大家印象最深刻最普遍的却是：全国卷难，真难！至于是真的“难”吗？“难”在哪里？为何要“难”？抑或只是范式与话语体系已经发生转换？只要换种思维方式，就能发现这是另一片广阔天地？这些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却少有人关注。在争议声中，开放性试题的改革进入到第二阶段。 [3:  《在中国发现历史》早在1989年就译成了中文，但真正对中国学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是2002年的增订本。]  [4: 王家范、李伯重等人在《大分流》中文版出版后不久就发表过商榷意见。见王家范：《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4期；李伯重：《“大分流”史观与江南经济史研究》，《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迟至2014年8月17日，梁小民还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发表文章《看彭慕兰如何为中国历史“整容”》，对彭慕兰的观点提出质疑。2015年的济南“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期间，彭慕兰接受媒体采访，承认《大分流》有局限性，详见http://cul.qq.com/a/20151018/007757.htm。]  [6: ]  [7: ] 

二、2013-2014年：“不追求前沿，但不落后于现在学术界的共识”
从2013年开始，全国卷新课程文综试题花开两朵——I卷和Ⅱ卷。开放性试题又开始了新的尝试。
2013年全国文综I卷第41题要求学生比较汉唐地图，Ⅱ卷第41题要求学生比较中英建筑。从形式上看，两道试题仍然属于开放性试题，但与上个阶段相比，风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上个阶段的开放性试题不仅理论性强，而且跨度大，考查学生对大历史的理解，不局限在某个或某几个具体的知识点。而2013年的开放性试题却落在了具体的知识，技能性更强，而且与学术前沿基本上没有关系。如果说有，那就是在试题中引入了图像史料。这些图像资料是可依据图像学的方法来解读的。潘洛夫斯基提出了图像意义三层次的解释理论：前图像志描述、图像志分析、图像学解释[[endnoteRef:8]]。前图像志描述是指观察“由线条、色彩和体积来表现并构成”的对象和事件，“可以用我们的实际经验加以理解” [[endnoteRef:9]]。简言之，前图像志描述是指我们依据日常经验，能够直观地从图像中看到什么，比如Ⅱ卷第41题中高大辽阔的太和殿、金碧辉煌的白金汉宫与简陋朴素的唐宁街10号。图像志分析则涉及“更多图像、故事和寓意”，“除了根据实际经验获得对事件和物体的熟悉之外，当然还需要更多知识作为前提” [[endnoteRef:10]]。拿Ⅱ卷第41题来说，高大辽阔的太和殿是清朝皇帝处理朝政的场所，是中国政治权力的象征。简陋朴素的唐宁街10号是英国首相官邸，是英国政治权力的象征。这就是两栋建筑的政治寓意。要更好地理解该寓意，我们还要知道18、19世纪中英两国的相关历史。这些文献知识（与实际经验相对）是我们分析该图像的基础。图像学解释是指把握图像的内在意义或内容。研究者“要将把握内在意义与内容，就得对某些根本原理加以确定，这些原理揭示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阶级、一个宗教和一种哲学基本态度，这些原理会不知不觉地体现在一个人的个性之中，并凝结于一件艺术品里”，艺术家们本人往往对此并无自觉[[endnoteRef:11]]。如果学生懂得上述图像学的理论，当然在解答这两道试题（尤其是Ⅱ卷第41题）时会表现得更好；然而，如果学生对此理论一无所知，但历史基础知识相对扎实，应该也能有不错的表现。不管怎么说，与史学大家恢弘的理论模式相比，汉唐地图与中英建筑相对亲民得多，不仅教师非常熟悉，考生也是应知必会，在考场上不至于一惊一乍。 [8: ]  [9: ]  [10: ]  [11: 

 
] 

2014年全国I卷与Ⅱ卷开放性试题则将注意力移动到教科书的目录。I卷第41题提供了1960年历史教科书中“抗日战争”的目录摘编，要求学生对该目录提出一条修改意见并说明理由。Ⅱ卷第41题则提供了1972年版《世界历史·近代部分》与2011年版《世界史·近代史编》两种世界近代史教科书目录，要求学生指出其中一处不同并分析原因。与上年相比，这两道试题提升了一个档次：从知识来讲，不再局限于具体的知识，而是上升到知识结构；从理论来讲，I卷第41题涉及事实与解释的关系这一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从方法来讲，Ⅱ卷第41题考查了革命史与全球史。总之，2014年的试题将知识与理论或方法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此外，这两道试题还较为巧妙地延续了上个阶段对史学研究成果的考查。
在I卷第41题中，1960年历史教科书中“抗日战争”目录所体现出来的无一不是事实，中国国民党的溃退与反共是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是事实，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也是事实。但是，这些事实是有选择的，这些经过精心选择的事实组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关于抗日战争的叙事及对抗日战争的解释。这种解释受制于1960年的国内政治形势与当时的史学研究范式。故此，该题蕴含着浓厚的历史哲学色彩，但师生感觉不是很难，因为抗日战争这个内容是他们所熟悉的，他们所学习的教科书与1960年的教科书是有区别的，因此对1960年的目录提出一条修改意见并非难事。
在Ⅱ卷第41题中，1970年和2011年的两种教科书目录在世界近代史的开端（1640年还是1500年）、英国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其他[footnoteRef:5]）以及世界近代史的结构（西方中心还是全球互动）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里面，既有史学研究范式问题，又渗透有史学研究成果，同时这些问题对于中学师生而言并不是太过陌生，有些甚至还是较为熟悉。 [5:  有学者认为，“17世纪的英国革命，究竟是一场捍卫自由传统的‘宪政革命’，还是一场围绕着信仰问题展开的‘宗教革命’，抑或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不论是英国国内还是中国学界，迄今为止尚无定论。”详见姜守明：《查理一世的“宗教革新”与英国革命性质辨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命题人的良苦用心还体现在选材上。这两道试题选择的素材是教科书，要求学生比较不同时代的教科书，提出修改意见或者发现异同。这实际上是在提醒学生，历史教科书只是历史解释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受时代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具有偏见。因此，对于中学师生而言，我们不能唯手中的教科书，我们要学会解剖教科书进而超越教科书。
总体来讲，如果说第一个阶段试题的姿态是高高在上的话，第二个阶段的试题一下子就降低了身段，无论是从选材还是从知识、技能来讲，是考生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虽然其试题背后往往还是蕴含深意，但这些深意并不会成为学生答题的拦路虎。命题人在如何更好地发挥考试指挥棒的问题上，做出了一定的改变。命题人仍然关注的是教师的素质和学生的历史思维。但是，命题人放弃了操之过急的做法。命题人仍然认为：“中学教师学术研究不够，对学术界要有所了解，了解后受了多大启发要在教学中贯彻”。但与此同时，命题人认为，中学老师“不追求前沿，但不落后于现在学术界的共识，如洋务运动、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至少要告诉学生哪些问题有争议，从什么角度考虑。学习能力本质就是自主学习能力，要让学生知道史学研究状态。要提高教师科研能力，不做考试盲人”[[endnoteRef:12]]。上述试题中的抗日战争、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英国革命的性质等问题无一不是这种思路的体现。 [12: ] 

三、2015-2018年：“历史教育要体现国家意志”
自2015年始，开放性试题进入到新的阶段，那就是加大了国家意志的渗透。
2015年I卷第41题出现了生产力、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生产管理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术语，直接考查学生运用唯物史观建构历史知识的能力。高考中考查唯物史观并不鲜见，但一般都是蕴含在解题过程中；像该题这样直接考查的，确实不多见。由此可见命题人对唯物史观的高度重视。Ⅱ卷第41题则呈现了1950～2008年我国部分节假日，要求学生分析我国节假日变化的多种趋势及其原因。此题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涉及历史教育中的两个重大问题——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公众节假日作为历史记忆的一种方式，历来就是政府用来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故此，该题是从国民集体记忆形成的角度出发，表现了历史教育塑造国家认同的基本诉求。
2016年，由于一些省份高考自主命题权被收回，全国卷的地盘继续扩大。同时由于我国国土广袤，省情殊异，全国卷继续开枝散叶，分成I卷、Ⅱ卷和Ⅲ卷。I卷第41题要求学生根据选自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材料，围绕“制度构想与实践”拟定具体论题并进行论证。众所周知，卢梭在《卢梭契约论》集中阐述的民主思想，历来就备受世人争议。誉之者颂其为民主思想的先驱，毁之者责其充当极权主义的帮凶。或者说，从构想层面来讲，卢梭的人民主权说无疑是真诚的；从实践层面来讲，卢梭的人民主权说却为某些极权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该题的立意是宏阔的，充满现实关怀，有助于学生加深对民主这一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的理解，进而在现实生活中践行。Ⅱ卷和Ⅲ卷的第41题均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关。Ⅱ卷第41题呈现的是玄奘和鉴真的相关材料，要求学生解读材料、提炼出一个观点，结合史实加以阐述。Ⅲ卷的第41题呈现的是晚清在沿海沿边开放商埠的材料，要求学生提取一个有关自开商埠的信息，并加以简要分析。两道试题中材料所示空间与我国正在建设的“一带一路”经济带基本重合，因此试题实际上是在从历史的角度来帮助学生理解我国当前的“一带一路”战略。
2017年I卷、Ⅱ卷和Ⅲ卷开放性试题均重点考查学生的历史解释素养。I卷第42题和Ⅱ卷第42题是一种类型，Ⅲ卷第41题是另一种类型。I卷第42题呈现的是14～17世纪中外历史事件简表，要求学生提取相互关联的中外图文信息，自拟论题并予以阐述。Ⅱ卷第42题呈现了钟表自古至今的演变，要求学生从材料中提取两条或两条以上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进行简要阐述。这种历史解释能力主要体现在学生如何确定一定的标准，从一堆杂乱的事实中选择出相关事实，并依据事实的重要性（核心事实与边缘事实）进行组织，对其进行解释。Ⅲ卷第41题则呈现了吕思勉、郭廷以等人的观点，要求学生在辨识该观点[footnoteRef:6]的基础上，进一步给出自己的解释。当然，除了历史解释素养之外，这些试题还包含其他素养。如I卷第42题明确要求学生中外关联，这是期冀学生具备本土情怀与全球视野；Ⅲ卷第41题则借吕思勉之口，道出近代“大变局”于中国而言不仅仅是屈辱与憋屈，更是“大光明”与“大幸福”，这种认识有助于学生摆脱屈辱心态，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走向理性的爱国。 [6:  命题人将其合二为一，是否符合郭、吕两位先生的原意，在此存而不论。] 

2018年的开放性试题在能力要求上与上一年如出一辙。I卷、Ⅱ卷所选择的素材都是学生较为熟悉的，给人以由绚烂归于平淡之感。但是，在平淡之中，Ⅲ卷却凸显了一抹亮色。该卷开放性试题以表格的形式，呈现了班固对尧、舜、周文王、孔子、孟子、屈原等21位历史人物的等级品评，考查学生对表格内容的看法。该看法，可以是学生对历史人物等级的看法（学生可用自己的标准来重新排定这21位历史人物的等级），也可以是学生对班固如此品评历史人物等级的看法（班固以何种标准来品评历史人物，这反映了班固的何种观念，体现了汉代的何种风貌）。不管是哪一种，学生都要有自己的看法，即独立思考。这种独立思考，是通过古人与今人（学生）的对话而发生的。在对话之中，学生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并将其传承下去。
本阶段在承继上两个阶段的学术品质和教学意识的基础上，突出了国家意志，这是“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必然结果。正如命题人所言，历史教育要体现国家意志。我们现在有很多必须要面临的现实的问题：道德的滑坡，信仰的缺失，民族凝聚力的减少，所以加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极其重要[endnoteRef:13]。上述试题中的唯物史观、集体记忆、民主思想、一带一路、核心素养、全球视野、理性爱国、人物臧否，均是这一指导思想的体现。 [13: ] 


回首三个阶段的开放性试题，我们不难发现其命题指导思想具有鲜明的延续性与变迁性。一直延续的是：保持学术高水准（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上），考查学生平素之学养（死背教科书对解题无济于事），考查学生运用历史思维去独立地解释历史事物的能力（开放的形式与独立的思考最相适宜）。不断变迁的是：第一阶段，我们能明显感觉到是一群历史学家在出题，他们怀着强烈的学术意向，期望通过考查最新的学术进展来撼动中学历史教学界的思维方式与教学模式；第二阶段，他们降低了过高的期望，希望以学术界的共识（而不是最新进展）去影响中学历史教学界，并增强了教学意识，在选材上尽可能贴近中学师生；第三阶段，在立德树人、核心素养的大背景下，他们在高考试题中加大了渗透国家意志的力度。当然，这些命题人并没有像狗熊掰棒子一样掰一个丢一个，而是在后一阶段承续了前一阶段的优良做法。因此，在现有阶段，在全国卷历史试题中，学术品质、教学意识与国家意志是融合在一起的，虽然它们远非完美，但我们不难发现命题人的真诚态度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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